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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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提高信息处理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商业模式创新，俨然成为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为了探究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其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作用，基于2011－2021年的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模型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其新质生产力发展，此结论在经历替换变量、排除政策冲击、工具变量法等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并提升企业管理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赋能效果。进一步基于分组回归的异质性探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高新技术企业、非国有企业、高供应链效率企业以及产融结合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的赋能效果更强。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加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激发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动力、优化企业融资环境、为企业提供更精准的融资服务、优化企业内部管理，推动企业管理数字化升级、采取差异化扶持政策，激发不同企业的创新潜力与市场活力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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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It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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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lps to improv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fficiency,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mot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becoming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on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s, empirical research is conducted using fixed effects models, two-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s, and other modeling methods based on data from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21.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even after being treated with variables such as substitution, exclusion of policy shocks,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s. The mechanism test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financing constraints for enterprises and improve management efficienc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hereby empowe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urther heterogeneity exploration based on group regression reveals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a stronger empowering effect on the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high supply chain efficiency enterprises, and integrated production and finance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irstly,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Secondly, we will focus on stimulat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Thirdly, optimize the financing environment for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more accurate financing services for them. Fourthly, optimize internal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digital upgrading of enterprise management. Fifth, adopt differentiated support policies to stimulate the innovation potential and market vitality of different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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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bookmark: _GoBack]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的能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的最基本范畴，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性标准。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并多次强调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所谓新质生产力，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产生的先进生产力状态，是指坚持创新主导、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质态。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中国经济正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转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成为顺应技术变革趋势的重要举措。新一代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的经济形态，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力量。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占GDP比重41.5%。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物联网到人工智能，从大数据分析到云计算，前沿技术的快速演进正不断构建新的生产方式、经济模式和社会组织形态，影响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新质生产力作为新发展阶段先进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形式，其概念的提出在新时代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符合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发展的客观需求，显著提升数字经济的有效供给，推动实体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1]，有效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2]。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不仅体现了中国产业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凸显了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生产力基础要素[3]。目前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层层递进的过程，主要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如赵峰等[4]的研究）、形成逻辑（如蒲清平等[5]的研究）以及实现路径（如徐政等[6]的研究）多个领域展开。黄奇帆[7]认为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三者所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任保平等[8]等认为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基于数字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的深度融合，符合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反映了传统生产力质的飞跃。周文等[9]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新”与“质”，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实现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而产生的生产力。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关于如何扎实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实证研究也在逐步展开，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从地区数字化改革（如郭栋等[10]）、企业数字化转型（如罗爽等[11]）、自贸试验区建设（如周金凯[12]）以及推动地区制度型开放（如李瑞琴等[13]）等多个角度开展论证。
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提质升级新阶段，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深入应用，推动传统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实现生产方式的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转型。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字技术创新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热点。其中，关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研究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展开：第一，致力于新产品开发的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推动企业产品的更新迭代[14]，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及拓展新产品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15]；第二，聚焦于改进技术和流程的数字技术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生产效率，不断优化企业生产流程，使得企业内部管理更为精细和智能[16]。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与企业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等各环节深度融合[17]，极大提升了企业运营流程的透明度，降低监管成本和效率损失[18]；第三，着眼于商业模式优化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够通过数字化手段突破传统商业模式限制，拓宽企业的价值创造路径[19]。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创新可通过数字自动化、数字拓展及数字化转型3条路径优化企业商业模式，提高要素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20]。然而，尽管数字技术创新潜力巨大，但真正实现数字创新则充满挑战，许多企业面临着高成本、高风险、高门槛的情形，导致其在创新道路上出现犹豫和回避现象[21]。在数字化浪潮的驱动下，数字技术创新正成为企业保持核心竞争力、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因此，如何提升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力正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现有相关研究主要从税收激励、政府政策支持、大数据发展以及统一大市场建设等多个角度开展论证。如杨鹏等[22]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数量和质量。苏毓敏等[23]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智能制造产业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智能制造产业政策显著提升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并且政府支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戴艳娟等[24]认为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据已成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设立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将显著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围绕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研究更多地聚焦于理论内涵和实现路径领域，并且既有的实证研究更多从数字经济角度探讨其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但数字经济作为一种宏观层面概念，涉及范围较广，无法明确企业层面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果。企业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微观载体，其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若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如何？经济学理论往往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之上，但现实世界企业之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差异，不同类型企业在市场中的经济行为可能也会有所不同，那么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效果又是否会存在差异性？这些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因此本文从企业角度出发，基于企业层面数据，探究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对扎实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从理论层面来看，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要求。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具体体现形式，是科技创新交叉融合突破所产生的根本性成果。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正是科技创新在企业层面的具体实践，通过引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先进技术的应用不仅优化了企业的生产流程，降低生产成本，还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服务质量，推动企业生产力的发展，符合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关于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数字要素的介入使得生产函数发生了新的变化，数字技术创新使传统生产函数中土地、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得到优化配置，并引入数据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通过以“数”赋智塑造新型劳动者，以“数”赋能新型劳动资料，以“数”催生新型劳动对象，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25]。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26]，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数字技术的持续创新能够引发产品、服务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促使企业重新审视并优化其价值创造流程，通过供应链管理的智能化、生产过程的精益化以及客户关系的深化，推动企业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迈进。此外，数字技术作为一种从无到有的技术变迁，其与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深度融合会进一步催生出具有颠覆性和突破性的新技术形态，为未来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从而形成新增长路径，驱动传统生产力产生质的跃迁。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可以显著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将数据引入生产是数字经济时代生产力进步的重要特征[27]。根据知识经济理论，知识和技术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28]。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实质上是一种知识创造和应用的过程。数字技术，尤其是大数据分析能力，使企业能够基于更丰富、更精确的信息做出决策。通过实时监控和分析生产流程中的各种数据，企业可以优化其运营效率、降低成本、提升产品质量，从而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9]。此外，通过引入先进的数字技术如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使得企业进行业务流程再造、打破传统的业务瓶颈、激发组织内部的创新潜力、加速研发进程、缩短新产品或服务从设计到市场的周期，从而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高效、绿色、智能的生产方式，这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目标相一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意味着企业在既定的生产要素投入下实现了产能和品质的巨大提升，同样符合新质生产力对生产效率的要求。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企业向更高附加值、更环保、更智能的产业链环节转移，实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提升[30]。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
数字技术创新通过集成高度复杂的信息系统和智能数据分析，为企业带来深度的管理和运营革新，从而显著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促进了实时数据的采集、处理与分析，使企业能够以数据驱动的方式进行决策制定，提高了决策的精准度和响应速度。这种基于数据的管理方法优化了供应链管理、库存控制、生产调度及客户服务等关键业务流程，降低了资源浪费，增强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动态适应能力[31]。此外，智能化的数字工具如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以及自动化技术被引入企业的多个层面，从基层操作到高级决策支持系统，这些工具的应用大幅度减轻了人力负担，提升业务执行的速度和质量。同时，云计算平台的利用提供了资源的弹性扩展和成本效益分析，使企业能够以更加灵活且经济的方式部署和管理资源。在组织架构方面，去中介化和平台化的模式减少了层级制度带来的信息延误和沟通成本，实现了快速决策和跨部门协同，推动更高效率的创新和知识共享机制。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优化了企业内部的生产力要素配置，为企业带来持续的效率优势和生产力提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可以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进而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
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更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视角来看，在传统的金融市场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金融机构往往难以准确评估企业信用状况和风险水平，导致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产生。而数字化进程极大地增强了信息透明度和可获得性[32]，允许企业创建更为精准的财务与非财务数据记录，降低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状况的信息不对称问题[33]，这种增强的信息环境有助于投资者进行更有效的风险评估，降低信贷成本，从而为企业提供更为宽松的融资环境。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实现企业资金流和物流的透明化管理，增强投资者和贷款机构对企业财务状况和项目可行性的信心，减少外部融资阻力。这进一步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推动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此外，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应用使得企业能够准确预测市场趋势和自身经营状况，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投资和融资策略，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而云计算平台的普及有助于小微企业利用互联网进行众筹等新型融资活动，拓宽融资渠道。这些数字技术创新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提高了资本使用效率，还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有力支撑。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
2研究设计
2.1计量模型设计
为了考察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本文建立基准计量模型：
         （1）
式（1）中：i表示个体，t表示年份。表示新质生产力；表示数字技术创新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其待估参数；是控制变量，是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扰动项，分别是时间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以及行业固定效应。是截距项，表示相应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
在机制检验方面，由于三步回归法存在较强的内生问题而造成估计偏误，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采取江艇[34]的方法建议，本文涉及的融资约束缓解、管理效率提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3个机制渠道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在理论与文献上具有较强的作用性，因而构建以下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2）
式（2）中：表示渠道变量，表示截距项，是渠道变量对数字技术创新的待估系数，是相应控制变量的待估参数，其他符号变量含义与式（1）对应。

2.2变量描述与数据来源
2.2.1被解释变量
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本文借鉴宋佳等[35]的研究方法，运用熵值法构建测度体系，见表1。原因其一，该方法基于生产力二要素理论开展，考虑了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价值，能够较好地体现出企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水平；原因其二，由于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样本量较大以及个体数据可获取性影响下，该指标体系在现有公开数据水平下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了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
指标体系从劳动力和生产工具两方面开展，创新是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内涵，分别用研发人员薪资、研发人员占比和高素质人才占比来体现活劳动并衡量创新能力；在高精科技领域和装备制造领域的企业集中体现了新质生产力，高端机器仪器生产下企业的制造费用占比会比普通企业要高，因而分别采用固定资产占比和制造费用占比来表示劳动对象；创新投入主要是与研发投入有关的硬件设备投入，除了用折旧摊销占比、租赁费用占比、研发直接投入占比和无形资产占比，同时考虑了企业信息化水平和企业创新产出；创新效率指标所用的总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数来衡量，由于权益乘数与企业财务风险正相关，为负向指标，用倒数来正向化处理，倒数越高，风险越低。通过熵值法可以得到新质生产力水平。
表 1  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计算方法

	新质生产力
	劳动力
	新质劳动
	研发人员薪资比重
	研发费用−工资薪酬/营业总收入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研发人员数量/员工人员数量

	
	
	
	高素质人才占比
	本科以上人数/员工人员数量

	
	
	劳动对象
	固定资产比重
	固定资产/资产总额

	
	
	
	制造费用比重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减值准备−购买商品接受劳务值得现金−支付给职工的工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减值准备）

	
	生产工具
	创新投入

	研发折旧摊销占比
	研发费用−折旧摊销/营业收入

	
	
	
	研发租赁费占比
	研发费用−租赁费/营业收入

	
	
	
	研发直接投入占比
	研发费用−直接投入/营业收入

	
	
	
	无形资产占比
	无形资产/资产总额

	
	
	
	企业信息化水平
	投入使用计算机的数量对数值

	
	
	
	企业创新产出
	企业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对数值

	
	
	创新效率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权益乘数的倒数
	所有者权益/资产总额



2.2.2核心解释变量
[bookmark: _Hlk165327663]数字技术创新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通常而言，企业研发创新可以由专利申请数量来刻画，但是现有情况无法直接获得企业的数字技术专利申请数量。阅读已有文献发现，用专利文本信息识别企业的数字技术专利是主要方法。本文借鉴并沿用黄勃等[36]的方法进行测度。首先，需要确认各项专利是否属于数字专利。黄勃等[36]认为专利申请文件的摘要、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可以较为全面地介绍企业专利技术信息。本文主要对上市公司所有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的上述3类文本内容进行关键词提取和文本分析；其次，进行数字技术关键词的选取。选取标准主要采用吴非等[37]提出的人工智能技术水平、 区块链技术水平、 云计算技术水平、大数据技术水平、大数据技术应用水平5项指标，也同步参考《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企业数字化转型白皮书（2021版）》等官方文件和权威报告，以补充部分关键词。最后，通过文本分析计算得到样本公司的数字专利申请数量。同时为了控制量纲和规模因素影响，对数字专利申请数量进行加1后取自然对数处理，最终得到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指标。
2.2.3其他变量
[bookmark: _Hlk165326376]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更合理地估计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选取控制变量如下。企业年龄，用企业成立年数的自然对数表示；企业资产，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董事会规模，用董事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流动资产比率，以流动资产与总资产之比表示；股权集中度，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独董占比用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衡量；创新能力，用专利申请数量中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占比表示。
此外，在渠道变量中，参考温亚东等[38]的方法用SA指数绝对值来衡量融资约束，指数值越大表示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强；用企业管理费用率表示企业管理效率，即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重；目前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方法有OLS法、FE法、OP法以及LP法等，OP法把企业的投资水平作为生产率的代理变量解决了同时性偏差问题，然而在每一年中无正向投资的企业样本仍可能在估计里缺失。LP法则进一步用中间品投入指标进行了修正。因此，本文基于OP法和LP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在后续检验结果中以其他方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稳健比对。
2.3样本数据与来源说明
[bookmark: _Hlk165325253]考虑到数字经济形态自2010年后才逐渐兴起、形成并初具规模，同时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为准确衡量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效果，避免出现伪回归的现象，本文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象并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ST和*ST类公司样本；（2）剔除存在较多缺失值样本；（3）剔除金融以及保险类行业公司；（4）为了减轻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型变量进行了1%的缩尾处理。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CNRDS数据库、Wind数据库，其中上市公司专利文本信息来自WinGo财经文本数据平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bookmark: _Hlk166768482]变量
	变量
	观测值/个
	平均值
	标准误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新质生产力
	Npro
	27 918
	0.506 6
	0.259 7
	0.006 0
	3.240 9

	数字技术创新
	digtech
	27 918
	0.809 3
	1.290 6
	0
	8.132 7

	企业年龄
	Age
	27 918
	1.993 0
	0.935 9
	0
	3.434 0

	[bookmark: _Hlk166750644]企业规模
	Scale
	27 918
	14.522 8
	0.932 4
	10.767 0
	20.340 4

	董事会规模
	Board
	27 918
	2.123 8
	0.198 5
	0.693 1
	2.890 4

	流动资产比率
	Circulation
	27 918
	0.568 2
	0.199 9
	0.017 0
	1.000 0

	股权集中度
	Equity
	27 918
	34.113 2
	14.930 9
	0.290 0
	89.990 0

	独董占比
	Ind
	27 918
	0.379 8
	0.066 6
	0.142 9
	0.800 0

	创新能力
	Inno
	27 918
	0.345 4
	0.376 8
	0
	1.000 0

	融资约束
	SA
	27 918
	3.805 3
	0.264 7
	1.804 9
	5.645 9

	管理效率
	ME
	27 918
	0.082 0
	0.053 8
	0.000 7
	0.299 6

	全要素生产率（OP测算法）
	TFP_OP
	27 918
	6.694 1
	0.903 6
	2.402 6
	11.430 3

	全要素生产率（LP测算法）
	TFP_LP
	27 918
	8.383 1
	1.076 7
	3.782 3
	13.175 7


3实证分析
3.1基准回归分析
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情况，列（2）是加入系列控制变量后的情况。固定效应采取的是控制行业、地区和年份的影响。可见，在加入控制变量前后，数字技术创新（digtech）对新质生产力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H1得到基本验证。数字技术创新提升了企业研发能力和生产效率，如ERP系统、云计算和大数据分析等使得创新能力得到加强，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创新可助力企业在产品设计、市场预测等方面进行更为精准和高效的创新实践。研发水平和市场信息获取能力的大幅提升下，企业能加快新产品的研发周期，降低研发成本，同时提高研发成果的转化率，进而提高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综合来看，数字技术创新为企业带来全方位的新质生产力提升，是推动企业持续成长和行业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Npro（未加入控制变量）
	Npro（加入控制变量）

	digtech
	0.026 3***
(0.001 3)
	0.022 5***
(0.001 3)

	Age
	
	−0.011 5***
(0.001 6)

	Scale
	
	0.051 8***
(0.001 8)

	Board
	
	0.038 6***
(0.007 6)

	Circulation
	
	−0.388 1***
(0.008 3)

	Equity
	
	0.000 2*
(0.000 1)

	Ind
	
	0.039 9*
(0.021 4)

	Inno
	
	0.059 1***
(0.004 1)

	_cons
	0.485 5***
(0.001 7)
	−0.143 4***
(0.034 0)

	Year
	是
	是

	City
	是
	是

	Industry
	是
	是

	adj. R2
	0.293
	0.367


注：1）*、**、***分别表示 P< 0.1， P < 0.05， P < 0.01；2）括号内为标准误，行业聚类。下同。
3.2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果的可靠性，对于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
3.2.1替换解释变量
黄勃等[36]发现，数字技术关键词与专利的数字技术创新特征紧密相关，数字技术创新指标与基于年报文本构建的数字化转型指标二者之间呈有正相关关系，因而数字技术创新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数字化水平。考虑将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创新替换为数字化水平以验证结论的可靠性。分别基于吴非等[37]研究中5个维度的76个相关词频、赵宸宇[39]研究中4个维度的相关词频对样本企业公司年报进行词频和统计，再进行加1后取自然对数处理，得到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digtech_1、digtech_2。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后用公式（1）的基准计量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在表4的列（1）、（2）中，可以看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后，数字技术创新仍对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基准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
3.2.2去除直辖市样本
由于中国的直辖市在行政管理以及经济发展上与其他省份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为了排除这种差异性对估计结果可能存在的影响，在删除处于直辖市的企业样本重新对公式（1）的基准计量模型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表4列（3）中，可以看出数字技术创新（digtech）的估计系数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技术创新能够促进中国各地区的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3.2.3联合固定效应
企业的发展在受到行业趋同性的影响之余，同时还可能受到各地产业政策、制度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为了防止企业、地区等层面的遗漏控制的干扰，进一步增强固定效应的控制。进一步加强控制个体效应以及地区年份联合固定效应后回归结果见表4列（4），核心解释变量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结论依然稳健。同时，考虑到聚类层级影响，尝试将聚类层级从行业聚类、地区聚类以及行业地区联合聚类逐步调整发现，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一致，仍未发生改变。由于聚类层级调整后仅标准误的计算发生改变，核心结果与基准结果一致，限于篇幅，留存备索。
3.2.4“宽带中国”试点的外生政策冲击
2013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的通知》，并于2014年、2015年和2016年在全国范围内先后设立了120个“宽带中国”示范城市，以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由于企业自身无法决定是否进入试点名单，在企业层面而言，“宽带中国”战略是一个较好的外生政策冲击。因此，本文参考李万利等[40]的方法，利用政策实施与连续变量的交互项，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来剥离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中来源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影响部分，可以验证数字技术创新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和独立路径。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并在模型中纳入数字技术创新与双重差分估计项的交互项（Bbanddigtech）进行回归，如下所示：
    （3）
式（3）中：Bband表示“宽带中国”外生政策冲击，若企业所在城市在样本期间内进入“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则在入选当年及以后年份该企业样本的Bband变量赋值1，否则赋值0。X表示固定效应。分别为政策试点、数字技术创新、数字技术创新与政策试点交互项的待估参数，表示控制变量的待估系数，则是常数项。经检验，政策效果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和安慰剂检验，明确了结果的适用性。加入“宽带中国”试点的外生政策冲击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列（5）所示，其中digtech的估计系数、Bband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14 0和0.066 9，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宽带中国”政策对示范城市企业新质生产力起到显著促进作用。此外，Bbanddigtech系数同样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在考虑“宽带中国”政策外生冲击下，数字技术创新仍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可见，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后的结果依然与前文保持一致，核心结论具有较好稳健性，H1得到验证。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Npro

	
	替换解释变量
	（3）
去除直辖市
	（4）
变更固定效应
	（5）
外生政策冲击

	
	（1）digtech_1
	（2）digtech_2
	
	
	

	digtech
	0.011 4***
(0.001 3)
	0.008 9***
(0.001 4)
	0.022 6***
(0.001 3)
	0.011 0***
(0.001 4)
	0.010 4***
(0.002 1)

	Bband
	
	
	
	
	0.066 9***
(0.004 3)

	[bookmark: _Hlk165048090]Bbanddigtech
	
	
	
	
	0.030 0***
(0.002 4)

	_cons
	−0.163 1***
(0.034 2)
	−0.180 2***
(0.034 4)
	0.008 3
(0.035 5)
	0.317 8***
(0.040 8)
	−0.403 6***
(0.039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adj. R2
	0.362
	0.361
	0.372
	0.374
	0.496



3.3内生性检验
3.3.1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层级
为了排除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中创新相关的指标与数字技术创新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影响，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首先考虑将新质生产力的测度层级由企业级替换为省级，进一步排除企业研发数据指标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反向影响。省级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指标参考卢江等[41]的方法，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3个层面进行测度，得分除以100后代表相应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更换新质生产力的数据层级的回归结果见表5，其中列（1）是新质生产力对当期数字技术创新指数的回归结果，列（2）是新质生产力对数字技术创新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可进一步排除内生性问题影响，加强结果的可靠性。表5列（1）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5列（2）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滞后一期变量（L.digtech）的估计系数依然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即进一步更换新质生产力的数据层级并将数字技术创新滞后一期，尽可能排除内生性影响后，得到的赋能效果也依然显著为正。可见，排除指标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影响后，数字技术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结论依然成立。
表 5 更换被解释变量层级的回归结果
	变量
	Npro

	
	（1）
	（2）

	digtech
	0.075 6***
(0.026 9)
	

	L.digtech
	
	0.073 0**
(0.034 0)

	_cons
	41.228 8***
	41.031 7***

	
	(0.975 9)
	(0.973 9)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adj. R2
	0.974
	0.977


3.3.2更换估计方法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可能具有累积效应。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同期逆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本文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滞后一期加入模型中，将估计方法更换为系统GMM估计进行检验和处理内生性影响。A-B序列检验显示，AR(2)检验的P值表明系统GMM估计下的残差序列不存在二阶及以上序列自相关，满足自相关检验；同时Hansen J检验的P值大于0.1，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检验，表明模型设定合理。检验结果如表6列（1）所示，新质生产力滞后一期（L. Npro）的系数为0.681 5，并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这表明，新质生产力具有一定的显著的动态效应，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同时，数字技术创新（digtech）的系数为0.112 4，并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可见，在控制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动态效应后，数字技术创新仍是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3.3.3工具变量法
[bookmark: _Hlk165130600][bookmark: _Hlk165328557][bookmark: _Hlk165130566]为了更严谨地处理遗漏重要变量、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的影响，进一步增强结论的可靠性，继续采取了以下3个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控制处理，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第一，沿用已有的文献，采用滞后一期的数字技术创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第二，引入“宽带中国”战略的外生政策构建工具变量。作为中国城市数字化发展的推动政策[16]，“宽带中国”战略是企业开展数字化相关活动的关键基础，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相关性，能够满足相关性要求；同时，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是否参与试点政策与企业行为无关，能够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可见，前文构建的Bband变量也是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第三，利用邮电数据构建工具变量，构建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分别与企业所在地级市1984年每万人拥有固定电话数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一方面，随着邮电通信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将得到极大推动，而地区之间的通信方式可能会从多个角度影响其所在地区企业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的发展进程。已有研究发现，各地区邮电通信业的发展进程能够由其历史上的固定电话普及率来反映，固定电话普及率对所在地企业的数字化水平也具有正相关作用[18]。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固定电话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使用频率已经逐渐下降，并不会直接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可见，工具变量的适用性要求均能得到很好满足。因此，利用企业所在地级市1984年每万人拥有固定电话数的截面数据与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交乘后得到工具变量Teleph。检验结果见表6的列（2）～列（7），其中第一阶段是用数字技术创新对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第二阶段是新质生产力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拟合值进行回归。
[bookmark: _Hlk165328703][bookmark: _Hlk165053376]首先，明确工具变量的可行性。由表6结果可见，3种工具变量运用下，第一阶段F值均大于10。（1）根据不可识别检验结果，K-P rk LM统计量均能在1%水平上显著拒绝原假设“工具变量识别不足”，说明所选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条件，具有有效性；（2）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3种工具变量运用下的最小特征值统计量均大于15%水平临界值8.96。同时，结合C-D Wald F统计量和K-P rk Wald F统计量均大于临界值8.96，均表明所选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具有强相关性。以上检验表明，所选工具变量满足排他性和相关性的统计检验，是有效工具变量。
表6结果显示，在3种工具变量使用下，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对digtech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宽带中国”战略政策实施后，试点城市内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历史上固定电话普及率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也有显著影响关系。而第二阶段回归中digtech对Npro的系数也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见，在考虑了内生性影响并引入多种工具变量进行处理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H1得到验证。
表 6  内生性检验结果
	[bookmark: _Hlk165129039]变量
	更换估计方法
	工具变量检验

	
	系统GMM估计
	滞后一期工具变量
	“宽带中国”政策工具变量
	交互项Teleph工具变量

	
	（1）
Npro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2）
digtech
	（3）
Npro
	（4）
digtech
	（5）
Npro
	（6）
digtech
	（7）
Npro

	Digtech
	0.112 4***
(0.005 8)
	
	0.042 3***
(0.001 8)
	
	0.205 3***
(0.036 7)
	
	0.134 0***
(0.015 9)

	工具变量
	
	0.860 0***
(0.004 3)
	
	0.141 8***
(0.021 7)
	
	0.019 0***
(0.001 5)
	

	L. Npro
	0.681 5***
(0.023 9)
	
	
	
	
	
	

	_cons
	−0.194 5
(0.144 3)
	−0.066 4
(0.089 7)
	0.351 2***
(0.037 3)
	0.333 6**
(0.166 0)
	0.220 4***
(0.045 5)
	−0.796 7***
(0.193 9)
	0.225 1***
(0.039 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不可识别检验
	K-P rk LM
	32.856***
	42.336***
	147.610***

	弱工具变量检验
	C-D Wald F
	21.125
	44.800
	161.016

	
	K-P Wald rk F
	14.873
	42.503
	156.800

	adj. R2
	
	0.769 8
	0.238
	0.170 5
	0.338
	0.176 7
	0.158


3.4作用机制检验
3.4.1降低企业融资约束
利用公式（2）中的模型对作用机制进行回归检验，结果见表7的列（1）∽列（2）。其中列（1）中digtech对SA的系数为−0.015 4，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的SA指数增长产生了显著负向抑制作用。由于SA指数与企业融资约束是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数字技术创新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FC指数与SA指数是用于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力度的指数之一，列（2）显示此机制未受到融资指数特定选用的限制，FC指数与SA指数具有相似特征，作为替代变量能得到一致结果。可见，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问题，显著降低了企业融资约束。区块链等技术增强了财务透明度，使投资者能够准确评估企业价值和风险，从而降低了融资成本和提高了资金的可获得性。智能合约等工具进一步简化了融资流程，减少了交易成本。同时，大数据分析帮助企业描绘更全面的信用画像，吸引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更加个性化、灵活的金融产品，如众筹平台的出现也为小微企业提供了直接接触广泛投资者的途径，极大地拓宽了其融资渠道。这些数字化手段的创新应用，不仅为企业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还优化了资源配置，在更高的生产效率、更强的市场竞争力和更快的创新速度下，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提升。H2得到验证。
3.4.2提升企业管理效率
表7列（3）展示了以企业管理效率为渠道机制的检验结果。管理费用是代理成本的典型指标，直观反映了企业内部管控成本，ME是用管理费用率表示的企业管理效率。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管理费用的影响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0.031 9，即数字技术创新降低了企业管理费用，提升了企业管理效率，进而提高了企业新质生产力。管理效率的提高意味着企业在资源配置、决策制定以及执行过程中的时间和成本降低，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空间。高效的管理能够确保信息流通畅通无阻，减少内部沟通成本，增强各职能部门间的协同效应。此外，优化的管理流程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力，进一步激发企业内部的创新活力。随着管理效率的提升，在持续改进管理实践下，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得到有效促进。因此，数字技术创新有助于降低企业内部管控成本，能够赋能管理效率提升，从而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H3得到验证。
3.4.3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表7列（4）~（7）展示了以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渠道机制的检验结果。TFP_OLS、TFP_FE、TFP_OP、TFP_LP分别表示了基于OLS估计法、固定效应法、OP法以及LP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检验结果，可见无论采取何种测算方法，均未影响此渠道机制的有效性。以TFP_OP、TFP_LP的结果来看，digtech估计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数字技术创新有效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提高了新质生产力水平。H4得到验证。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整合和优化企业的生产要素，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数字化技术如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能够提升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不仅能降低能耗和提高产品质量，还能够加强对市场需求的敏感度和供应链管理的灵活性，这使企业能够快速适应市场变化并减少库存成本。此外，数字技术的引入增强了企业内部与外部的信息交流和协同工作，提高了创新效率，缩短了研发周期。这些变革不仅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还促进了更高层次的组织和业务模式创新，从而实现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高，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容，企业新质生产力继而得到显著提高。
表 7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bookmark: _Hlk166765864]变量
	融资约束
	企业管理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1）
SA
	（2）
FC
	（3）
ME
	（4）
TFP_OLS
	（5）
TFP_FE
	（6）
TFP_OP
	（7）
TFP_LP

	digtech
	−0.015 4***
	−0.039 8***
	−0.031 9***
	0.208 0***
	0.221 6***
	0.095 6***
	0.154 7***

	
	(0.001 2)
	(0.001 3)
	(0.003 7)
	(0.006 1)
	(0.006 4)
	(0.003 8)
	(0.005 0)

	_cons
	3.966 8***
	2.170 3***
	0.346 6***
	4.125 1***
	4.686 2***
	−1.158 7***
	2.626 5***

	
	(0.031 9)
	(0.035 3)
	(0.098 3)
	(0.162 4)
	(0.170 6)
	(0.101 9)
	(0.133 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278 65
	267 48
	278 65
	278 65
	278 65
	278 65
	278 65

	adj. R2
	0.421
	0.482
	0.405
	0.440
	0.438
	0.529
	0.442


3.5异质性分析
在探究了作用机制后，下面综合考虑企业技术特性和产权属性等方面的异质性，为企业策略的制定提供针对性经验依据。本文主要从企业技术类型、产权性质、供应链效率以及产融模式方面开展异质性分析。
3.5.1企业技术类型异质性
技术类型差异影响了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和创新能力，以及其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决策和利用效率。按企业技术类型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判断依据为WIND数据库中披露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公告与复审公告。表8列（1）~（2）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的digtech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各种企业技术类型下，数字技术创新都能很好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从估计值的大小来看，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比非高新技术企业要更加大。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通常拥有更强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基础，往往拥有较多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这使得其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具有先天优势，能够更快地将新兴数字技术转化为生产力。高新技术企业一般具备更丰富的人才资源和技术积累，能够更有效地实施数字化战略。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企业通常享有政策支持和财税优惠，这为其持续投入数字技术研发提供了有力保障。高新技术企业在市场定位上更倾向于前沿领域和高附加值产业，数字技术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效应在这些领域进而尤为显著。因此，相较于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后，能够更有力地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3.5.2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
产权性质涉及了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资源配置、决策流程和市场敏感性方面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影响企业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和创新动力。因而本文将样本企业依据企业产权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了异质性分析。表8列（3）~（4）结果显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的digtech的系数分别为0.021 9和0.008 4，均具有1%的显著性水平。可见，相对于国有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非国有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要更加大。原因可能在于非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通常更为灵活，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并实施创新。同时，非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较大，更有动力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在探索新技术与商业模式时，非国有企业较少受到政策约束和历史包袱的限制，能够更加敏捷地实现技术革新与应用推广。这使得非国有企业在数字技术创新过程中更能有效地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3.5.3企业供应链效率异质性
企业供应链效率体现了企业在资源整合、运营管理和市场响应速度方面的综合能力。高效的供应链能够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缩短产品上市时间，在数字技术创新与新质生产力作用方面可能表现出差异性。因此，本文参考张树山等[42]的方法对企业供应链效率进行测算。一方面，企业库存的快速周转减少了因维持安全库存而造成的供应链效率低下问题。另一方面，库存周转速度反映了供应链中企业间的交流频次和贸易活跃度，与当前产能过剩的挑战相吻合。因而在企业库存存量基础上，以库存周转天数来体现供应链效率，其计算方法为ln（365/库存周转率）。综合来看，周转天数减少表明存货转换为现金的速度更快，显示出供应链各环节的效率更高。进一步以样本组均值为临界水平将企业样本划分为低供应链效率组和高供应链效率组，检验结果见表8列（5）~（6）。相对于低供应链效率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高供应链效率企业的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要更大。高供应链效率企业能快速整合新技术，优化生产与物流流程，降低成本，提高透明度和协同性，加速产品上市，从而有效利用创新成果，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然而从系数差异来看，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受供应链效率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
[bookmark: OLE_LINK6]3.5.4企业产融模式异质性
产融结合是指实体经济企业与金融资本的结合，通过持有股份或控股等手段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这一发展模式的运作主要展现为两种模式：一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投资于实体经济企业；二是实体经济企业对金融机构进行投资。本文进一步探究数字技术创新在新质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是否受到企业产融模式发展差异的影响。参考杜传忠等[43]的方法，采用二分类变量度量产融结合，若企业持股金融机构则记为1，否则为0。表8列（7）~（8）结果显示，企业产融结合的digtech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非产融结合的企业样本组的数字技术创新未具有显著作用。究其原因，采用产融结合模式的企业通常拥有更强的资本运作能力和更广泛的金融资源，这使得其在数字技术创新方面能够进行更大规模的投入和更高风险的尝试。金融资源的充足可以降低研发投资的财务压力，提高企业对长期创新项目的承担能力。同时，产融结合企业往往拥有更完善的管理结构和治理机制，更容易获取市场信息和客户需求，能更有效地管理和运用创新成果，从而推动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活动。相比之下，非产融结合模式的企业可能在资金、信息和管理上存在局限，导致数字技术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如产融结合型企业显著。

表 8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Npro

	
	企业技术类型
	企业产权性质
	供应链效率
	企业产融模式

	
	（1）
非高新技术
	（2）
高新技术
	（3）
非国有企业
	（4）
国有企业
	（5）
低效率
	（6）
高效率
	（7）
产融结合
	（8）
非产融结合

	digtech
	0.019 1***
	0.025 0***
	0.021 9***
	0.008 4***
	0.020 8***
	0.022 1***
	0.021 9***
	0.006 1

	
	(0.002 0)
	(0.001 6)
	(0.001 5)
	(0.002 2)
	(0.001 8)
	(0.001 6)
	(0.001 3)
	(0.003 9)

	_cons
	0.108 3**
	−0.442 2***
	0.110 5***
	−0.027 7
	−0.012 7
	−0.121 3***
	−0.111 2***
	0.184 6**

	
	(0.042 5)
	(0.050 9)
	(0.042 7)
	(0.056 0)
	(0.049 9)
	(0.043 3)
	(0.034 5)
	(0.086 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个
	143 80
	134 08
	170 36
	980 5
	145 85
	131 69
	254 29
	234 5

	adj. R2
	0.433
	0.391
	0.391
	0.453
	0.432
	0.397
	0.386
	0.560


4结论与建议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竞争力源泉，指导企业有效利用数字技术来提升效率和创新能力，对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并从数字技术对企业发展的赋能作用方面进行了机制探究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此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数字技术创新通过以“数”赋智塑造新型劳动者，以“数”赋能新型劳动资料，以“数”催生新型劳动对象，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
其次，在作用机制上，数字技术创新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管理效率、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个渠道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从全要素生产率赋能机制看，新质生产力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生产优化、降低成本并提高质量。数字技术创新如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促进业务流程再造，加速研发，缩短市场周期。这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高效、绿色和智能目标，使企业向高附加值、环保和智能化方向发展，实现新质生产力提升；从管理效率赋能机制看，数字技术创新通过集成复杂信息系统和智能数据分析，优化了关键业务流程，增强了市场适应能力。数字技术平台提供了资源的弹性扩展和成本效益，去中介化和平台化模式推动了快速决策和知识共享，从而通过提升企业管理效率以降低内部管控成本，持续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从缓解融资约束赋能机制看，区块链应用提升资金流和物流管理透明度，可以有效减少企业融资阻力。数字技术创新降低了资本成本，增强了信息透明度。通过大数据分析优化投融资策略，可以更有效地评估风险，从而拓宽了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约束。企业营运资金获得能力得到提高，这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保驾护航。
此外，从异质性角度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赋能作用在企业技术类型、产权性质、供应链效率以及产融模式上具有显著差异性。进行数字技术创新对高新技术企业、国有企业、高供应链效率企业以及产融结合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的促进作用显著更强。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强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应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鼓励数据中心、云计算平台、物联网等设施的建设运营，为企业提供高速、稳定、安全的数字技术支撑环境，满足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简化数字技术项目审批流程，降低企业数字技术应用门槛。建立健全数字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保护知识产权，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鼓励企业进行数字技术创新。
第二，激发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动力。建议提供财政激励和税收优惠，减轻企业研发初期的资金压力。设立数字技术创新专项基金，鼓励企业加大在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上的投资，支持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数字化升级。同时，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和引进，设立专业教育项目和提供人才引进补贴，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数字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建立合作机制，共同开展前沿数字技术研发项目，加速技术成果的转化应用，促进科技创新，推动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三，优化企业融资环境，为企业提供更精准的融资服务。相关金融机构应充分考虑到数字技术项目的特殊性，优化信贷评估体系，改革传统的信贷评估方法，将数字技术项目的知识产权价值、市场潜力等非财务指标纳入考虑范畴。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提供低息贷款、风险投资等多元化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企业也应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以满足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支持企业发行数字债券和股权融资，拓宽融资来源，缓解资金压力。引导风险投资机构重点关注数字技术创新项目，建立风险共担机制，减轻投资者的风险顾虑。
第四，优化企业内部管理，推动企业管理数字化升级。采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改善管理流程，降低管控成本，提高决策效率和透明度。利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为企业提供基于数据的决策依据，减少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此外，通过数字化手段对现有业务流程进行梳理和优化，实现流程标准化和自动化，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提高整体运行效率。
第五，关注企业异质性，采取差异化扶持政策，激发不同企业的创新潜力与市场活力。根据企业技术类型、产权性质等因素，制定差异化支持政策。鼓励投资于关键数字技术的研发，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以及大数据分析等领域重点突破，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更多研发资金支持，以推动企业乃至整个产业链的数字化升级。支持构建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促进大中小企业之间以及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加强金融产品创新与服务，推动企业产融结合式发展。鼓励企业通过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供应链效率，针对非国有企业开放更多市场准入并简化行政审批流程，确保各类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共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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